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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新文化史的建构或者说理想的新文化史，主要不是移植社会学、人类学的理 

论和方法，而有待于历史学者的自省、自觉，只有在经过历史学训练的专业工作者自觉意识 

到了新文化史的意义之后，成熟的新文化史作品才能批量呈现。从目前已有的成果看，国 

内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对此已有相当程度的自省，相当多的研究者知道历史学必须改 

变，单纯以阶级斗争的方法、理论去解读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肯定不行。在国内学者中，南 

开大学、山西大学等一批与社会学有着比较久远历史渊源的学者，是比较自觉地运用社会 

学理论、方法从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先驱，他们的成果即便还有某些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但依 

然是迄今为止的典范之作。 

山西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才济济，成果丰硕。由乔治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 

代社会史》是上世纪90年代最早的近代社会史著作，对于推动国内近代史研究的多样化启 

发多多。按照这个思路，乔治强、行龙稍后又有《近代华北社会变迁》，从社会而不是从政 

治的角度描述华北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构成，从人口、家庭、宗族、社区、阶级、阶层 

等诸多要素描述华北地区在近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等复杂且多重面相，极大 

地丰富了历史学的表达，尽管作者、评论者都没有从新文化史角度发挥，这些作品其实就是 

中国新文化史的有益尝试。 

近代中国社会史的一般研究为历史重述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真正能够引起历史学发 

生革命性变化的作品，肯定是那些具有独到心得的深度研究。行龙的《以水为中心的晋水 

流域》、赵世瑜的中国民间寺庙文化研究、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王振忠的徽州社会研 

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上海城市文化史的研究等，不论使用怎样的学科名义，其 

实都多少带有新文化史的特征。 

国内学者接触新文化史的理论还是迟了一些，国外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这方面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李怀印的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王笛的茶馆研究、卢汉超的乞丐文化研究 

等，均较国内学者在理论上更自觉，在方法上更圆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研究者也 

会一步一步赶上来，国内学者在资料收集、甄别、释读上的得天独厚，也一定会日益显现。 
一 个全新的新文化史学科，一定会渐渐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因为新 

文化史毕竟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历史学表达方式。 

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 ：新文化史述评 

俞金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在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 

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 ·金兹堡著)也在 1966年出版。70 

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年)、卡洛 ·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 

(1976年)、彼得 ·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社会》(1972年)和《现代早期欧 

洲的大众文化》(1978年)，等等。如果把那些本身不属于新文化史研究，但对后来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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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的发展影响很大的作品也箅上，那么，在60和70年代，重要的著作还应包括米歇 

尔 ·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和海登 一 特的《元史学》(1973年)。之所以出现新文化史研究， 

从史学内部来说，是对以前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反动，尤其是针对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的不 

满；而从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来说，历史学家对文化的兴趣，也可以看作是对60、70年代西方 

学术界“文化转向”的一种反应。那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记忆研究、影视和广告研 

究、同性恋研究、多元文化研究等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被看 

作文化，而文化也影响了一切①。文化研究在史学中的表现就是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可见， 

在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如日中天的年代，后来被人们称为新文化史的史学活动已经开始涌 

动。70年代末，一些感觉敏锐的史家，如劳伦斯 ·斯通，已察觉到史学中正形成一股叙事 

史复兴的潜流。 

到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流行的趋势已不可阻挡，相关的成果大量问世。由于这 

方面的作品数量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我引用一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文化史的 

发展势头。新世纪初，加州大学教授约翰 ·R．霍尔在加州数字图书馆上检索了包含“文化 

史”这一术语的书名，他发现，这类著作的数量在 1970--1979年为62部，1980--1989年增 

至99部，1990--1999年则达到181部，2000--2001年的18个月内，以文化史为标题的著作 

有25部。而相关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由于文化所涉及的面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任何一 

个领域几乎都有新文化史研究的作品，正如彼得 ·伯克所说，“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 

史，包括睡梦、食品、情感、旅行、记忆、姿态、幽默、考试，等等”②。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 

林 ·亨特主编了一本名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⑧，该书问世以后，这类以大众文化为取向 

的历史研究就被汇聚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之下了。 

到90年代的中后期，一些人开始觉察到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1999年，由林 ·亨特 

和维多利亚 ·E．鲍纳尔主编的又一本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问世，这本书就是90年代中 
一 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在一次名为“在文化转向时研究文化：历史学和社会学”学术讨 

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汇集。在这本文集中，学者们反思了新文化史，对新文化史研究的理论 

和方法，甚至对“文化”概念本身，重新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在文化研究中要把社会的因 

素找回来，以及如何把文化的分析模式和社会的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的问题。 

自《超越文化转向》问世以来，十多年过去，新文化史研究依然是历史学者感兴趣的领 

域。但是，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依托、在 80、90年代处于霸权地位的那种文化史 

高潮在西方已经过去，当年的激情已经消退。换句话说，以“解构”为目的的新文化史研究 

似乎已经完成了使命。海登 ·怀特表示，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出现文化转向的意义在于 

解构，它使很多人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实在只是诸种可能中的一种④。在这个意义 

① 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Introduction”，in 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10—1 1． 

② 彼得 -伯克 ：《什么足文化史》，第35页。 

③ 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④ Hayden White，“Afterword”，in 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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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可以说，新文化史的学术史已暂告一个段落①。 

“什么是新文化史”是一个不容易简而言之的问题，彼得 ·伯克写了整整一本书来回 

答这个问题，可见其复杂性。但新文化史有一些基本的特点还是很清楚的：它研究大众的 

文化；在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研究主要采用叙事的方法，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创造出微 

观史这样的历史研究新形式；新文化史研究也是西方学术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大背景下 

的产物，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新文化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思考。 

新文化史研究的个性极为鲜明，尤其与此前流行的新社会史研究相比，新文化史研究 

的理论、方法、资料及其研究的重点，都显得别具特征，它称得上是一种史学的范式②，是社 

会史研究中的一种范式⑧。人们总是根据研究的对象给每个学科命名，与新社会史一样，新 

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人民大众或社会大众，只不过它侧重于大众的文化，就像有学者说，新 

文化史就是历史学家在文化史领域进一步践行了社会史学家“自下而上的历史”的主张④。 

所以，新文化史研究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应当被看成是社会史研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 

种新的类型，它使我们在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时多了一个研究的方面和一个看历史的视 

角，当然，也多了一种社会史写作的形式，我们由此获得了理解历史的新途径。 

把新文化史研究放在社会史学的范围内来认识，把它看成是社会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如同新社会史研究那样的一种类型，这种认识不仅符合实际，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吸收 

新文化史成果的过程中，避免出现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与新社会史研究之 

间发生过的那种紧张关系。要知道，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史学史上，在依据后现代主义 

的新文化史学者与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为依靠的新社会史学者之间的学术争论中充满了敌 

意⑧。现在看来，这一经历更像是西方学术史走过的一段弯路，值得我们借鉴。依我的理 

解，无论是新文化史还是新社会史，都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因而都属于社会史研究，所不 

同的只是研究的侧重、方法以及各自所依重的理论，它们应该可以互补或用来互相修正各 

自的偏差，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作为社会史学的一种型式，新文化史研究使社会史的一些重要主题的内涵变得更加丰 

满。现在，我们认识到“阶级”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或者简单地由经济地位来衡量 

和决定，文化在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家庭”不再是抽象的类型划分和 

以数字形式来表示的规模和结构，家庭关系和内部感情、私生活中的态度和观念揭示了生 

动的家庭生活状态。新文化史研究还使人们认识到，人民大众并不能靠阶级、集团等集合 

性的概念来说明，具体而生动的个人才是人民大众的基本成分。新文化史还突破了新社会 

① 于尔根 ·科卡：《20世纪下半叶国际历史科学的新潮流》，《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 2期；还可见《光明日报》记者 

薄沽萍对俞金尧、张弛和加布里埃尔 ·M．施皮格尔的访谈《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光明日报))2011年9 

月13日“理论 ·史学”版。 

② 彼得 -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 57页。 

③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 ：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 3期，第 199— 

219页 。 

④ 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第37页。 

⑤ Patrick Joyce，“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Social History，V01．20，No．1，J~uary 1995，pp．73—91．Paula S．Fass，“Cultural／ 

Social History：Some Reflections on a Continuing Dialogue”，Journal ofSocial History，Vo1．37，No．1，Fall 2003，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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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局限，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并不仅仅由阶级所构成，仅靠阶级这样的概念还不能对社会 

的不平等做出充分的解释，“性别”观念的引入，给社会史研究开辟了更广泛的空间。“族 

群”关系的研究具有同样的效果，“族群”概念对于美国这样由多元文化组成的社会尤其重 

要。总之，新的研究使新社会史学家与新文化史学家靠拢，他们意识到以前的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开始重视文化。而新文化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也逐渐地认识到文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 

领域，文化也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也需要寻找“社会”，把大众文化看成是社会的文化。至 

于“社会”究竟应作怎样的理解，当然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但脱离了社会的大众文化肯定是 

不存在的。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相互靠拢，有助于社会史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新文化史学者中的激进分子当然不愿认同于新文化史研究对新社会史研究的补充和 

扩大，那些具有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新文化史学者否认历史的真实和客观性，认为一切都不 

过是语言／话语构成的文本，甚至连个人的经历都不过是话语而已①。对这种激进的史学思 

想，已有过很多评说。对此，我想谈三点： 

第一，对于这些史学思想，我们不妨以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多样性、差异性那样的态度包 

容之。其实，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理论、观点和方法所持的态度更像现代主义者，他们 
一 方面标榜差异性、多样性和个性，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解构宏大叙事，终结现代史学，表现 

出强烈的“破坏性”，这有违于自己的本意。 

第二，应当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思想不乏真知灼见。比如，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也是 

由语言而形成的，说它是一个文本并无任何不妥。语言归根到底只是人们描述事物、表达 

意思、传递思想的媒介，由语言而形成的文本毕竟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有局限性的，它不可能把全部发生过的事实充分地再现，而且也不一 

定能够把确切的信息表达出来；有时，它所包含的信息还容易被读者作不同的理解；文本也 

生产意义，作者在使用辞语和制作文本时，主观意图已经介入其中。因此，历史上留下来的 

文献、档案，的确只是一种文本，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客观真实性，需要经过历史学家的 

仔细分析和鉴别。由此来看，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确实在提醒我们，要谨慎 

地对待我们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客观性”、“真实性”。 

第三，从基本面上讲，我们还是要承认，语言具有反映客观实在的功能，即使历史资料 

只是一个文本，只要它所记录、表现的内容符合实情，仍不妨碍我们认定它具有客观真实 

性。在这里，客观性和真实性将由人们共同来认定。当然，历史学中不乏那种一直被人们 

深信不疑但后来被证实为虚假的证据和资料，不过，这种事例与其说证明了历史资料的不可 

信，倒不如说，历史研究中的确存在着客观真实性，只是这种客观真实的状况需要我们去追 

求、去发现和确证。所以，问题不在于历史资料是语言或文本，而在于作为语山／文本的历史 

资料是否反映了实在。 

叙事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新文化史学者借用文化人类学的“厚描述”， 

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历史人物的经历、观念、情感、态度、思想和命运等告诉读者，栩栩如生 

① Joan Scott，“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in Terence J．McDonald，e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PP．379—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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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历史的细节，创造出了微观史这样一种新的历史 

研究形式。微观史研究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历史学者，连普罗大众也喜欢微观史作品。 

微观史研究为什么深受欢迎，需要放在60、70年代西方史学背景下(即依靠社会科学的概 

念、理论、计量统计和分析而进行历史研究的新社会史)去看，微观史研究一改以往的社会 

史研究抽象、枯燥的写作风格，把叙事史重新带回历史学。它的出现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它 

告诉人们：对于小人物的历史，也可以这样来做。 

不过，微观史研究也引起人们的非议，我们应该予以注意。对于微观史，我想谈四点看 

法。第一，微观史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类型，而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我们没有必要 

因为喜欢微观史而去否定宏观的历史研究，也没有必要因为叙事能使历史研究变得生动而 

贬斥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和微观研究缺一 

不可，它们不仅相互补充、兼容，而且，因为有宏大历史作为参考和依托，微观研究才显示其 

价值和意义，正如拉杜里所说，微观研究就像一滴水与显微镜的关系。当然，微观史研究的 

价值并非必然体现在它能证明某个宏大叙事上，它也可以用于解构某个宏大叙事或重构新 

的宏大叙事。但无论如何，微观研究若要证明其价值，必须与宏大厉史保持一定的互动关 

系①。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表现为叙事，重在阐释历史故事，探寻其中的意义。而社会科学的 

方法侧重于分析、归纳，寻找因果关系。它们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微观史研究有种种优 

点，但它仅靠自身是难以展现宏观层面的历史变化的；而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所做的 

研究，虽然生动不足，却有助于阐述历史的总体进程。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我们要向历史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题材。 

第二，只要微观研究与宏大历史保持联系和互动，微观研究就不会造成史学的碎化。 

微观研究不等于碎化，这是首先应当弄清楚的。现在有一些人常怀忧虑之心，担心微观研 

究的增长会导致史学碎化，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微观的历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是两回 

事，“碎化”只有在脱离宏大叙事或宏大叙事遭到解构的情况下才会发生②，那些刻意追求 

细枝末节，专心于奇闻轶事的所谓微观史研究，的确显得琐碎，有使历史研究走向“昏暗领 

域与边缘角落”⑧之嫌。当研究者不再顾及宏大历史进程，猎奇式的、窥探隐私式的历史研 

究大量出现时，史学就会出现“碎化”的趋势。但这样的局面不可能出现，琐碎的研究也不 

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 

第三，微观史研究不止一个模式。我们所接触到的微观史研究成果主要是意大利式的 

微观史作品，多采用叙事的手法描述人物的经历和内心世界。不过，微观史研究也有不同 

的方式，在德国，微观史学又叫“日常生活史”研究，这是与意大利式的微观史学风格不同 

的微观史研究，日常生活史研究者更多地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路数，对识字率、书籍的拥 

有量等文化史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伊格尔斯的观察，“他们就比自己所认可的更为接 

① 见玛丽亚 ·露两娅 -帕拉蕾丝 一伯克 纳塔莉 ·泽蒙 ·戴维斯的防谈，玛丽亚 ·露西娅 ·帕拉蕾丝 一伯克编：《新 

史学：自由与对话》，彭刚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76页。 

② 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历史教学》(半月刊)2011年第 24期，第3—5页。 

③ 于尔根 ·科卡：《社会史：理论 I-j实践》，景德祥译， 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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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传统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并更加远离了历史人类学”①。可见，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限 

于“厚描述”式的叙事方法。历史研究固然不应局限于做抽象的分析，但也不应只认“讲故 

事”的方式。 

第四，微观史研究深受资料来源的局限。做好微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足 

够的资料，因为需要对研究对象做细微的描写，研究者必须占有足够详实的资料。但是，关于 

人民大众的历史资料本来就少，历史资料十分丰富的个案更是难得，这就给微观史研究带来 

局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拉杜里是幸运的，因为他搞到了l3世纪末和 14世纪初关 

于蒙塔尤村那么丰富的资料。的确，对于更早期的历史，由于资料难得，我们少见历史人类 

学式的个案研究。到目前为止，经典的微观史作品多是关于近代早期及以后的历史时期的 

研究，而且，即使是近代早期的作品，研究者也常常要借用同时代其他相应的历史资料来补 

充②。在有的情况下，研究者甚至还得借助于适当的推测或想象，以弥补史料的不足。 

从中外史学的历史来看，历史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总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紧密相 

关。在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出现在20世纪的60、70年代，蓬勃发展于80、90年代，反思、检 

讨和平稳发展于世纪之交，这个过程固然体现了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但也是西方社会的 

变化在史学中的反映。 

新文化史的兴盛是时代的产物。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有学术上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 

要的条件，就是现实政治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杰夫 ·埃利以其自身的学术经历，见证了 

历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不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政治都深深地影响我们能够思 

考和进行研究的各种历史，历史和政治始终都是相互渗透。伊格尔斯在谈到新文化史的兴 

起时，也总是把时代背景首先揭示出来⑧。 

在60、70年代，欧美的大众政治就是女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对科学和进步的 

信仰危机、对现代化的怀疑、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失望，等等。结果，以现代社会科学 

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为依托的历史研究及其观点和方法都受到了解构或质疑，那时，“有一种 

悲观主义的看法占据了大量‘新文化史学’的中心地位”④。 

如果说，新文化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所造成，那么，它作为一种史学潮流的消 

退，也与时代和政治有关，比如各种历史研究都未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这在一 

定程度上使历史学处于尴尬地位，“它们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推翻了旧的社会科学的自信心 

(它相信贯彻始终的社会解释的可能性)，同样地也推翻了新的文化史学的自信心(它大体 

上忽视了日常生活文化的政治语境)”⑤，现实使人们认识到，历史研究难以继续遵循以往 

的路子，当然，更不能只遵循一个路子。 

既然新文化史研究带有时代的印记，那么，当与新文化史研究相关的政治热情消退以 

后，新文化史研究自身就成为一个纯学术领域，这使我们有可能以更加平和、理性的态度对 

① 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 123页。 

② 可参见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 112—113，l55—157页。 

④ 伊格尔斯 ：《二1卜世纪的历史学》，第 113页。 

⑤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 l55—156页。 



22 史学理论研究 2013年第 1期 

待它，把它放在与其他类型的历史研究一样的地位，以观察它的优长或不足。 

中国史学界受西方新的史学风尚的影响往往有数年时间的滞后。虽然少部分人较早就 

接触到西方史学的前沿，但西方新史学的全貌要为国内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认识，其成果为人 

们所消化、吸收和运用，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些时日。例如，在80年代中后期，当国 

内学者把社会史当作新史学来倡导的时候，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高潮已经退去，史学不仅出 

现“文化转向”，而且新文化史的大旗正在高高飘扬。近年来，新文化史的作品陆续被引进，在 

新文化史研究为更多的国内学者所熟悉和追捧的时候，西方的史学潮流也早已超越了文化 

转向。可见，从总体上看，我们与西方的新史学还做不到同步。不过，这种时间差对我们来 

说也有好处，它为我们比较全面地观察欧美史学的走向，以及思考如何吸收和合理地利用 

其成果提供了方便。今天讨论新文化史，是一桩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 

张俊峰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副教授) 

在西方，从新社会史中产生了新文化史，那么，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如何?笔者 

想从欧美和中国台湾学界的研究情况来加以讨论。 

先来看年鉴学派。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自20 

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年鉴史学所倡导的总体史、长时段和多学科互涉的治史风格，为国 

内学界所推崇。然而我们也了解到，年鉴史学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即发展到第三代的 

时候，其内部已经出现了变化，即在布罗代尔时代处于史学边缘的心态史和其他形式的文 

化史，一夜之间“从地窖到顶楼”，年鉴史家的学术路子从“经济社会结构”走向了“文化上 

层建筑”。新一代年鉴史家对来自法国国外的观念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他们通过各种方式， 

努力综合年鉴派传统与美国的学术潮流——心理史、新经济史、民间文化史、象征人类学， 

等等。20世纪70年代，出于对计量研究法在文化史研究(尤其是宗教实践史、书籍史与识 

字率史)中有效性的质疑，年鉴史学出现了三大新趋势，即人类学转向、政治回归与叙事的 

复兴。彼得 ·伯克曾评论说这种新趋势既是对布罗代尔的反动，也是对年鉴传统中一贯主 

张的社会史与结构史支配地位的全面反动。①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在此意义上去审视 

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发展路径，可以看到从90年代至今，年鉴史学的这三大趋势与中国社会 

史研究的发展有着惊人的一致。在此意义上，不能不说，我们的社会史研究正在步法国年 

鉴史学的后尘。 

反过来再看年鉴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到了第四代当家人物罗杰 ·夏蒂埃那里，已经开 

始从上层文化／下层文化、生产／消费、真实／虚构三方面，去定义新文化史与传统思想史、社 

会史的区别，他指出当代史学的特色就是“从文化的社会史到社会的文化史”的转换，过去 

将文化视为社会经济生活产物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把年鉴派早期史家所假定的“客 

① 彼得 ·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答学派，1929--1989)，刘水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61、74页。 


